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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廉政乃普世價值，自2005年12月14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UNCAC）生效以來，已確立全球反貪腐的法律架構，貪腐問題亦已無國界之分。
為達成上述廉政目標，以檢察官立場而言，應重在能否本於法律專業有效偵辦、打擊此類貪瀆不法案件，而最能直接檢視成效之標準之一，則應為案件起訴後之「定罪率」；一般民眾或因不具法律專業背景，不易理解具體案件之法律構成要件應如何評價，但判決結果是否成罪、乃至所有起訴案件之成罪比例等，因有客觀統計數據可一目瞭然，極易成為社會輿論關注之焦點，甚至常以「定罪率」來論斷「起訴品質」，故此數據實為吾人所不得不重視。
  日本刑事司法之高定罪率舉世聞名，根據日本最高裁判所2009年統計年報，有罪判決之定罪率達97.9％，其中污職案件（即日本刑法197條之賄賂罪）之定罪率亦達88.4％，此高定罪率之印象業已深植人心，影響所及，乃檢察官於社會中儼然建立一言九鼎之高度公信。反觀臺灣，自2000年7月迄今計10年，全部刑事案件之平均定罪率雖達95％，但其中貪污案件平均定罪率僅有60.7％，成罪比例顯然偏低，究為何造成此種結果？根本原因何在？日本與臺灣之司法制度同樣繼受歐陸，訴訟法之基本思想系出同源，國民之法律感情亦有相似之處，則日本之相關制度應甚有研究之價值。
故本次藉由法務部提供前往進修之機會，筆者以日本制度研究考察對象，盼能將所見所學提供為臺灣未來法制改革或偵辦案件之參考。
研究過程
  筆者向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院提出申請後，獲該校許可以「客座研究員」身分進行研究，並接受法學部刑事訴訟法學之大澤裕教授指導。在校課程有：每週各1次（100分鐘）大澤裕教授於法學部之「刑事訴訟法演習」、川出敏裕教授於法學部之「刑事訴訟法概論」及井上正仁教授於法律研究所之「刑事訴訟法」。
  此外，於研習期間亦至東京地方裁判所、千葉地方裁判所與橫濱地方裁判所旁聽法院開庭，亦曾至法務省、最高裁判所、東京地方裁判所、地方檢察廳、橫濱地方檢察廳、日本辯護士聯合會等單位參訪、座談。
  研究所需素材，即由上開東大法學院課堂受課所得與實務機關參訪所獲資料為基礎。
心得及建議事項（詳參報告本文第五章結論）
  日本之超高定罪率可謂係其刑事司法之特色所致，因其刑事司法務）之傳統，如搜查過程嚴謹細緻之精密司法、裁量範圍廣泛之起訴便宜制度、與有罪判決相同之嚴格起訴門檻等，具足此類要素，高定罪率似乎也為自然之理。
  除此之外，該國檢察實務尚有以下特色值得注意：（一）日本關於案件起訴與否，極重視由機關組織整合後才為決定，學者稱此為檢察機關的「一貫性」，即透過監督調整機制的確立，相當程度減低經驗不足者可能犯錯之危險；（二）能否正確地判斷起訴、不起訴乃更為重要，認為只應對真正之犯人起訴，因而起訴門檻極嚴，檢察官慎重地為起訴、不起訴之判斷，稱為「完璧的無謬性」；（三）搜查過程中，對被害人或嫌疑人縱未給予公開陳述的機會，檢察官亦不會因此遭致國民批判，此因國民對檢察官有極強的信任感 。此均已成為日本檢察之傳統文化。
  惟高定罪率固然可解釋為等同對檢察官起訴品質之肯定，但日本自戰後以來逾99％的高定罪率幾已成為其刑事司法的最大特質，所引發的問題似已不能僅單純以「高定罪率＝高起訴品質」即一語帶過。
甚至演變發展至今，高有罪率似乎倒果為因，無形中操控甚至扭曲應有之刑事司法觀念。
  逾99％之定罪率若為檢察官所自豪，可以想像在此職場氛圍中，當不會有檢察官願意扮演降低此一平均數之人，為維持高有罪率的榮耀，每一起訴個案即以定罪為最高目標，一旦有此「追求定罪」之意念，主觀欲求影響客觀判斷，檢察官便易忘卻身為最客觀之獨立官署、法律守護人、公益代表者之角色，尤其偵查程序中與被告間仍為傳統糾問色彩之訴追關係，難免演變成「先射箭再畫靶」的弊端（詳細論述請參閱本文）。
  從而，高定罪率代表對起訴品質的堅持，但檢察官絕不應對連自己也不確定是否構成犯罪之案件提起公訴，更不宜純以定罪率的追求為目標，否則終將造成不擇手段的更大弊害。筆者以為，仍應回歸檢察官之基本定位：即「客觀的法律守護者」，於搜查過程中嚴格節制司法警察之取證手段，以發現真實為目的冷靜判斷所有證據，不預設立場精緻地篩節起訴案件，如此定罪率的合理提升，當為自然形成之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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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序論
  檢察官身為國家法律守護人，主導犯罪偵查、探求刑事案件真相以使真正的犯人接受適當處罰，乃為天職，為實現此目的，理論上的合理程序即應是：經縝密蒐證，並以客觀立場審視一切有利及不利被告之證據後，認被告確有高度犯罪嫌疑時，將案件提起公訴、促請法院依法為適正裁判、罰當其罪，並藉公訴蒞庭監督法院之審理程序是否正當合法，對判決結果則以「上訴」為事後監督（故當然包括為被告利益之上訴），僅使真正的犯人進入刑事審理程序並受處罰，同時將犯罪嫌疑不足之人，排除在刑事程序外，如此方能謂無愧於檢察官天職。
  檢察官依偵查結果既將被告起訴，便表示檢察官已認定該被告確有違法犯行，並欲請求法院對之為科刑判決，然案件經踐行一切審理程序後，若仍經法院判決無罪者，其義即為法院縱合判斷所有證據資料後，仍不能排除合理懷疑以確信被告有罪，此時應思考的問題即是：為何負有舉證責任的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法使法院排除合理懷疑形成有罪之心證？更應進一步深究者即為判決無罪之比率，若起訴案件中無罪之比率超過一定合理之程度，便表示檢察官縱自認已依法的確信「篩選、節制」而將案件起訴，但仍有相當數量均為法院所否認，且否認的比率又超過合理可接受的範圍，則吾人實不得不正視：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起訴門檻難道全無疑問？當然，若堅持以「都係法院見解錯誤所致」為由，或可對內為自我說服，但長此以往，又將如何取信於國民？檢察之公信恐將日益低落，因此，對於案件無罪率問題，似應以更謙卑、真誠的態度進行審視。
  若提及刑事案件有罪率（其反面即為無罪率）之議題，當以日本之世界最高定罪率為人所熟知。該國刑事司法向以精密司法（或「精緻司法」）著稱，除起訴前謹慎嚴密的偵查程序，已成世人之一般普遍印象外，其起訴案件判決有罪比率之高，更屬世所罕見並廣受討論。誠然，定罪率過低固會使人質疑檢察官之起訴品質，但定罪率若高乎異常，此種司法制度亦未必完全無疑，日本學界對該國刑事司法之高定罪率亦常有批判（詳後述），惟無論如何，至少該國國民對檢察官之起訴品質，仍保持相當的信賴。
  由日本最高裁判所已公告之最新統計資料觀之，其中2010年（平成22年，以下類推）全般案件共偵結起訴62,840人，有罪判決者61,585人，定罪率達98％，2009年偵結起訴共65,875人，有罪判決者64,540人，有罪率為97.9％，2008年則共偵結起訴67,644人，有罪判決者66,378人，定罪率達98.1％。再以其中之「重大案件」而言，2010年之殺人案件偵結起訴449人，有罪判決者442人，定罪率為98.4％，強盜及強盜致人於死傷案件起訴共1,260人，有罪判決1,159人，有罪率91.9％；2009年之殺人案件起訴501人，判決有罪者488人，有罪率97.4％，強盜及強盜致人於死傷案件起訴共1,429人，有罪判決1,336人，有罪率93.4％；2008年殺人案件起訴593人，判決有罪者580人，有罪率97.8％，強盜及強盜致人於死傷案件起訴共1,328人，有罪判決1,244人，有罪率93.6％
。
另觀察我國相同時期之定罪率，2010年全般案件之定罪率為95.6％，2009年為95.4％，2008年則為95.9％
，約同時期我國之重大案件平均定罪率更達99.6％
。是若由「全般案件」及「重大案件」之定罪率比較觀察，當可發現日本與我國就此二統計數字相去不遠，應無太大差異。
  又近年我法務部所重視的政策之一，即是掃除貪腐建立廉政風氣，況自2005年12月14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UNCAC）生效以來，已確立全球反貪腐的法律架構，貪腐問題已無國界之分，廉政亦成普世價值。以檢察官立場而言，是否能本於法律專業有效偵辦此類貪瀆不法案件，衡為國人所寄予厚望，而檢視貪腐案件之偵辦「成效」，定罪率即為客觀的參考基準之一。
自上開臺、日兩國之定罪率統計數字以觀，整體而言或相去無多，然若進一步僅比較其中「貪瀆案件」之定罪率，則可發現極大差異：日本於2010年之貪瀆案件共起訴63人，有罪者60人，定罪率達95.2％，2009年則起訴95人，有罪判決者84人，定罪率為88.4％，2008年起訴123人，有罪者110人，定罪率為89.4％
；我國於2011年貪瀆案件之定罪率僅59.3％，2010年為62.9％，2009年則為67.3％，與日本貪瀆案件定罪率之差異即不可謂不大。附帶說明的是，所謂「貪瀆案件」在日本稱作「汙職事件」，指擔任公職者利用其身分或權限，收受他人賄絡或利益之不正行為，適用法條主要為刑法第197條至198條之賄絡罪
，日本最高裁判所公告之前開統計數據即指刑法之賄絡罪。
  貪瀆案件因當事人多在密室進行交易，蒐證本即不易，案件偵辦有一定難度，然本文所欲探究者，即日本此類案件為何仍能維持上開高定罪率，其主要原因何在？又此種高定罪率衍生之背景又為何？但必須說明的是，檢察官之天職，乃在客觀檢視證據以探求真實，並督促法院為適正裁判，業如上述，因此若一味追求高定罪率恐易生矯枉過正之弊，故本文目的不在單純肯定或鼓吹應追求日本式的高定罪率結果，而係欲藉該國高定罪率數字背後所彰顯的意義進行研究探討，尤其是關於「嚴格起訴門檻」與「檢察公信」間關係的論述，同時，並藉此讓吾人重新思考、省思，身為檢察官真正應有的基本態度。
第2章、 日本刑事司法簡述
第1節 精密司法
  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為近代刑事法之基本原則，對此日本法亦不例外，然日本獨有之特色是，其乃依大量之證據資料為基礎進行詳細的事實認定，往往不僅只被告是否有該當構成要件之犯罪行為，更會仔細調查其犯罪動機、態樣、背景、結果、被害回復狀況、被告之家族環境、被告對犯行的反省乃至該事件對社會可能產生之影響等，盡最大力量詳予調查、認定，務期最大程度解明該事件的每一細節，從而給予適切之量刑，對此種精密且慎重地調查犯罪事實之傳統，學者以「精密司法」
稱之，自此「精密司法」一詞亦定著成為一般對日本刑事司法之印象。
  若問為何日本刑事司法會發展出上述注重細節之特色，或可從其對「搜查」（即我國之「偵查」，為更切合日本法體系之說明，以下均稱搜查）之基本觀念及想法窺知緣由：
  所謂搜查，係指職司犯罪調查之機關認為有犯罪嫌疑時，為提起公訴或維持公訴，所為犯人及證據之發現、收集與保全的相關程序。若將搜查程序予以階段區分，則在提起公訴前的程序，乃是對特定嫌疑人查明是否有該特定犯罪行為之嫌疑，及關於決定是否提起公訴之的心證所必要的程序，在公訴提起後，搜查所指則是維持此公訴、或為遂行此公訴所為必要準備而言。
  搜查結果則根據個案不同，若認犯罪嫌疑並非充足，或訴訟條件
不備者，即不應起訴，但另一方面，縱犯罪嫌疑業經認定已屬充足，仍得為不起訴處分，此即所謂「起訴便宜主義」
。若從此處著眼，則搜查之目的可謂有二：其一為搜查機關為判明犯罪嫌疑的有無、或為形成是否提起公訴之心證，其二則為就已經提起之公訴予以維持、遂行所為必要準備。
  若更進一步自刑事訴訟法所揭示之目的「公共福祉的維持、基本人權之保障
、事案真相的解明與行罰法令之適正且迅速」觀點而言，搜查的實質意義，不僅只在辨明犯人與否之證據判斷，法條構成要件或其他犯罪成立要件及相關情狀等，皆應藉由證物與客觀證據的嚴密收集，進行事實認定與法的判斷，且也不應悖離常識，而為適正妥當的終局處分，此外若係提起公訴之場合，亦能為進行適切地立證而為充分準備。
  於開始搜查後，根據證據之蒐集、保全與嫌疑人之辨明，以判斷犯罪嫌疑的有無，並累積相關客觀證據後將犯人及犯罪事實予以特定，對案件究係起訴或不起訴，獲致成熟心證時，搜查階段即可謂完結
。
第2節 檢察制度之特色
    日本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其刑事訴訟制度因受美國法影響而產生變革，
  原所採取之德國法制雖已有變化，惟此仍非指本質上的改變，毋寧謂從日本檢
  察官任用資格與該國法官之任用資格相同、且身為公益代表者負有以公正態度
  行使檢察權之義務的觀點而言，仍與德國檢察官負有客觀義務之特點相同，且
  就整體實際運作而言，其繼受德國法制之特徵反更為明顯。從而，自明治初期
所採法國法，至明治中期改採德國法，二戰結束後復受美國法影響，經一世紀
的發展、變化，再揉合日本法學先進之努力及智慧，而育成日本獨有的檢察制
度，若歸納日本檢察制度之特色，約有以下三點
：
（1） 檢察官親自對嫌疑人、關係人進行調查，直接且積極蒐集證據：
  本來在歐陸法系下之檢察官，於判斷認為有犯罪嫌疑時，僅是向預審法官請求進行證據收集或進行公訴，關於搜查之實際作為則是指揮警察由警察進行第一線之調查工作，而非由檢察官於起訴前直接訊問嫌疑人。因而現今法國或德國幾無於偵查階段即由檢察官親自對嫌疑人進行訊問、調查事證者；另美國之司法制度，因將檢察官定位為代理國民或聯邦之法律專家，故親自進行犯罪事實之解明或證據之收集等，更非該英美法制所採。
  日本於明治維新西化之初，忠實承繼歐陸法系制度，故檢察官對非現行犯之犯罪事件進行關係人之訊問、調查並作成調查筆錄等搜查方法乃為實務判決所否認
，當時認為檢察官所應為者，僅是對被告人別進行確認、進而為預審或公判之請求，並不著重犯罪構成要件成否之審查，其結果，導致當時之起訴率、免訴率及案件無罪率均極高，以明治29年（即西元1906年）為例，起訴率為80％、免訴率為44％、無罪率則為7％。
  有鑑於當時制度顯有常將無辜者起訴，或證據收集不充反使真正犯人得脫免刑責，司法當局乃進行深切反省，自明治30年（西元1907年）起，制度改由檢察官得親自訊問嫌疑人、關係人，檢察官嚴格監督警察之調查，故案件起訴前之搜查程序乃較過去更慎重、嚴謹，此態勢並漸次一般化成為檢察制度之常態，因而起訴率、免訴率、案件無罪率皆大幅降低，至大正10年（西元1921年），起訴率為31％、預審免訴率為5％，無罪率更僅有1.6％
。
  從而，檢察官自身乃更加積極、主動投入第一線之搜查，此業成為日本檢察定著的態樣，檢察官之搜查專業也因此更加提升，非如過去僅是將警察之調查結果照單全收，而更能將原隱蔽不為人知之犯罪真相予以發掘，且不僅只一般刑事案件，檢察官更將搜查觸角擴及公務員貪瀆、經濟犯罪、違反公職人員選舉規定等社會矚目案件。
故日本戰後雖受美國法影響修訂刑事訴訟程序，但仍賦予檢察官廣泛的搜查權，且隨著預審制度之廢止，及於檢察官面前所為供述與警察面前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亦為差別規定，可謂檢察官之自為搜查乃更為重要。
  （二）檢察官只對「有高度定罪可能」之案件提起公訴：
        此指檢察官搜查階段完了，依對該事件所形成心證程度的不同，以決
      定是否將之提起公訴。
        與美國法制相較，美國檢察官於提起公訴時，僅需「足認有犯罪之嫌
      疑（probable cause）」即為已足，此顯甚低於起訴後法院欲為有罪判決
      時所應具「超越合理懷疑之立證（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
      門檻，因此，對「一旦認有犯罪嫌疑者」均乃先開啟公判程序，待進入
      法院審理階段後才由控、辯雙方當事人在法庭上依各自主張之證據進行
      攻防，也因此形成其澈底的當事人主義，但此種澈底當事人主義的施行  
      前提，即是證據不完全充分之人仍有可能被提起公訴，此種危險性恐將
      難以否認。
        至於日本，其刑事訴訟法並未明文規範起訴門檻應為如何程度，但以
      檢察實務言，則是必須掌握確實之證據、且認為案件將為有罪判決之高
      度可能時才會將被告起訴，換言之，只於判斷相關事證在法庭上亦將被
      認為超越合理懷疑之程度時，檢察官才會決定起訴。此因日本之觀念認
      為，刑罰權之實現乃國家的責任，且檢察官既身為公益代表人，則公益
      代表人本應以追求「發現真實」為要務，若檢察官自身連案件是否成罪
      都還有懷疑，又豈能將該案件起訴？基於這樣的想法，日本刑事案件之
      無罪率極低，或也是檢察實務運作之必然結果。
（三）起訴便宜主義
        即使有相當嫌疑足以提起公訴，且也具備相關訴訟條件，但公訴權者
      （即檢察官）仍得憑其裁量決定將案件不起訴，此種制度即稱為「起訴
      便宜主義」，也稱「起訴猶豫」
。與此相對，否定檢察官有此裁量權
      者，即「起訴法定主義」之謂。
        起訴法定主義植基於19世紀自由法主義思想，日本西化之初所頒定之
      治罪法與刑事訴訟法原亦採起訴法定主義，但因當時運用結果，在監的
      受刑人數大量增加，故於明治18年（1885年），當時司法卿頒佈關於「微
      罪不舉」之相關訓令，此亦為日本起訴猶豫制度的發端，此後，隨著由
      檢察官親自搜查之實務運作愈形一般化，亦產生「嚴選起訴案件」的傾
      向。
        大正7年（1918年），當時司法省法務局更訓令「雖案件之訴訟條件完
      備，且犯罪嫌疑已認充足，然考量犯罪情狀及該行為人個人背景等因
      素，認適宜時即應為不起訴處分」，因而被認為乃對起訴便宜主義之強
      化。
        日本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48條明文：「經審酌犯人之性格、年齡、境遇、
      犯行之輕重、犯罪後之情狀，認無訴追之必要者，得不提起公訴」，因
      此，縱然該當於構成要件且違法、有責，也可能因檢察官之「裁量」而
      仍為不起訴處分。應附帶說明的是，於明治時代之舊刑事訴訟法，起訴
      猶豫原僅限於輕罪，重罪犯行乃排除適用，此係立於「一般預防」之傳
      統刑事政策觀念，嗣因時代變遷，刑事政策轉向改為重視「特別預防」  

      之觀點，期使犯人能早日歸復社會，故於上開法條增訂原舊法所無之「犯
      行之輕重」，易言之，其考量重點在被害人賠償等犯後處置與犯罪者更
      生等問題，故現行起訴猶豫制度已不再以輕罪為限。
        起訴便宜主義若運用得宜，於處理每一刑事個案時將更能切合刑事政
      策之目標，但若運用不當，可能反而引發社會秩序之混亂
，因而檢察
      官應如何適正、妥當行使此起訴裁量權，實負有重大責任。
小結：
  綜上所述，若對日本刑事司法為整體像的觀察，約略可得之基本輪廓為：當懷疑有犯罪事件發生時，即開啟搜查之程序，展開一連串的證據收集、保全、犯人發現及確保等作為。通常刑事案件係由警察著手搜查，並將結果移交檢察官，檢察官視個案調查情形決定是否需進一步偵查後，最後判斷是否提起公訴，且該提起公訴之權僅檢察官所獨占。
  又檢察官於決定起訴、不起訴時，因擁有極廣泛之權限，若搜查結果認為犯罪嫌疑不足，或因其他程序上的理由認為起訴不適法（例如公訴時效完成、告訴乃論案件前缺告訴要件等）時，當即為不起訴處分（學者稱為「狹義的不起訴」），另一方面，縱令足認有犯罪嫌疑，且無何程序要件不備的情事，仍可能因考量「犯人之性格、年齡、境遇、犯行之輕重、犯罪後之情狀」後，仍裁量為不起訴處分（學者稱為「廣義的不起訴」），因有如此廣泛的權限，故起訴事件的選別乃更形慎重。
  以2010年為例，該年度全國刑事案件適用通常程序之起訴率僅6.9％，起訴猶豫則高達53.3％
（同年度我國之全般刑事案件依通常程序所為起訴率為38.4％，緩起訴處分為16.3％，縱加上職權處分之2.5％亦僅18.8％
，與日本之53.3％差距甚大）。日本檢察官為起訴猶豫之比率極高，換言之，係僅於高度有罪確信，且有助於刑事政策目的之達成時，才會將案件起訴。
  故檢察官為能正確判斷案件宜否起訴，即必須透過澈底且詳盡的搜查，收集所有一切有關資訊供為判斷素材，因此於實務上，除犯罪事實之搜查外，乃更重視「情狀事實」的詳密調查，於綜合被告之供述及搜查所獲一切證據後，配合刑事政策的考量，方決定是否起訴，如此以「詳密之搜查」（即前述「精密司法」）為基礎，檢察官更為「慎重的起訴」，當然即易產生有罪率逾99％的結果，且對經認有犯罪嫌疑之對象，亦能配合刑事政策之運用為起訴猶豫，協助其更生重返社會，對犯罪率之降低，亦有一定助益
。
第三節  特搜檢察
  特搜部正式全銜名稱係「特別搜查部」，為地方檢察廳（相當於我國之地方檢察署）內部單位之一，目前全國僅東京（1947年）、大阪（1957年）及名古屋（1996年）地方檢察廳設有此單位。
  特搜部係由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組成，主要針對政治家貪污職、大型逃稅或經濟犯罪等事件進行搜查，與一般刑事案件最大不同是，通常刑事案件仍由警察主導搜查，但特搜案件絕大多數由檢察官與檢察事務官親力親為，並不假手司法警察。除上述3地檢署設有特搜部外，另横浜、琦玉、千葉、京都、神戸、広島、福岡、仙台、札幌及高松地檢署亦設有類似單位，稱「特別刑事部（簡稱特刑部）」，除同樣針對經濟犯罪、政治家污職事件進行偵辦外，也處理公共安全事件或勞動關係事件等。
  論及特搜部之歷史，乃緣起於「隱匿退藏物資事件」。昭和22年（1947年）3
月29日，於眾議院決算委員會日本自由黨之世耕弘一議員發言指稱：「在日本銀行的地下倉庫，藏放數量龐大的鑽石等『隱匿退藏物資』，且秘密地進行買賣」云云，由於此一爆炸性的發言，眾議院乃成立「不當財產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進行調查。
  所謂「隱匿退藏物資」，指二次大戰時，日本軍方慮及可能在日本本土進行決戰，故將燃料、鋁、銅、貴金屬、食糧（米、味噌、醬油等）等物資進行戰爭之整備，此等預為戰爭準備用之物資即稱為「隱匿退藏物資」，並將之分散儲放於全國各處，當時蒐集儲存之物資總約值2400億日圓，以現今貨幣換算則約為數十兆日圓。
  然於二戰結束前一天之昭和20年（1945年）8月14日，當時之鈴木貫太郎內閣決議，將在美軍接收前將上開物資廉價出售予民間，以避免落入美軍之手，然此等物資實際上卻遭日本軍方、官僚及政治人物等擅為不正處分而消失無蹤。於日本戰敗後，民間各項物資缺乏，生活極為困苦，甚至有「近一千萬人饑餓死亡」之說，在此背景下，上開龐大物資卻以不為人知的方式暗地流通，其交易所得資金並大量流向政界人士，其中最為著名的，即政治掮客辻嘉六。
  眾議院「不當財產交易調查特別委員會」開始調查後發現，實業家中曾根幾太郎將引退物資之軍服進行地下交易後獲得龐大資金，此資金絕大部分流向辻嘉六，復由辻嘉六將資金轉交其他甚有影響力之政界人物，藉此增加自身在政界之發言分量，並圖謀自己事業之更多利益。東京地檢署亦於同年成立「隱匿退藏物資事件搜查部」著手調查，其後並將相關政治人物及中曾根幾太郎均提起公訴，該「隱匿退藏物資事件搜查部」即為後來特搜部之前身。
  以東京地檢特搜部為例，編制共40名檢察官、2名副檢察官及90名檢察事務官，由特搜部部長統籌帶領，特搜部下主要又分為「特殊直告組」及「財政經濟組」，前者專責政治人物之貪瀆不法，後者則處理違反證券交易法或公平交易法等財政經濟事件。
  因特搜部成立後屢辦大案撼動日本政經界，因而甚至有「『8樓』踱一跺腳，永田町就顫慄發抖」
之說，且自洛克希德（ロッキード）事件
以來，凡特搜部所偵辦與政治家有關且提起公訴者，尚未有遭判決無罪確定之案件（經濟犯罪除外），因而更有媒體稱之為「史上最強搜查機關」、「特搜不敗神話」。
  應附帶說明的是，以東京地檢特搜部之核心搜查單位原雖有二組，即「特殊直告組」與「財政經濟組」，前者專責政治人物貪瀆案件與大型經濟犯罪，且可直接由檢察官啟動、主導偵查，可視為完全獨立型之偵查單位，後者職掌為逃漏稅或違反證交法、公平交易法等案件，此部分仍有賴其他專業機關如國稅單位或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之告發，始能啟動案件偵查
，因此於特搜部內亦隱然有重視直告組案件更甚於財政經濟組案件之氛圍。
  而特搜部直告組偵辦政治貪瀆案件的基本方式，乃是先依現有資料勾勒犯罪情節，再依此情節進一部進行蒐證，因此能否對犯罪情節準確勾勒、判別，即有賴承辦檢察官的經驗與能力，但反面而言一但對案件情節判斷失誤，承辦檢察官亦將因能力遭受質疑而承受巨大壓力。此種扭曲之搜查傳統，終於2010年之大阪地檢特搜部證據竄改事件掀起日本司法史上之滔天巨浪：大阪地檢特搜部前田恒彥檢察官主辦之郵政不法案件，其勾勒之犯罪經緯即係被告村木厚子於當年「6月上旬」指示部屬制作虛偽證明書，但搜索查扣之磁片顯示最終更新時間為「6月1日」，與其研判之「6月上旬」未完全吻合，其竟利用個人電腦擅自變造該磁片之最終更新日期為「6月8日」，以符合所謂「6月上旬」之預想
。
  為導正傳統過度重視檢察官獨自搜查，致產生如上舉事例「勾勒情節優先」、「偏重訊問筆錄」等弊端，法務省及最高檢均重新思考並著手調整特搜部之組織，現
任檢察總長笠間治雄亦表示：「雖然並非意圖否認獨立搜查的意義，但過度強調獨立搜查優先，恐也將導致難以負荷的壓力」。
因此，最高檢即將原編制2個組的直告組縮編為1組，另原僅1組的財政經濟組則擴編為2，分為專職辦理逃稅事件的「財政組」及專辦違反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之「經濟組」，以調整人力之方式，適度減縮傳統檢察獨立搜查之比重，並擴增需藉外部專家方能啟動偵辦之財政組、經濟組，此就特搜部之歷史傳統而言，不可不謂為重大變革，該組織調整自2011年10月1日起旋即施行，媒體稱為「新東京地檢特搜部」
，後續實質成效與發展情形，仍值持續觀察。
第三章  偵查終結與公訴程序
  第一節  檢察官之終局處分
    檢察官就司法警察調查後移送之事件，或將案件自行偵查後，即應為必要之
  後續處置，此時依其情形可分為終局處分與中間處分。
   「 終局處分」即案件皆已遂行必要之搜查手段，繼之為是否提起公訴之最終
  決定，「中間處分」則指如管轄錯誤之移轉等，此大致與我國檢察官案件處理
  之方式無何差異，然日本關於案件偵查終結後是否提起公訴（即終局處分），
  其判斷之基準與流程仍值參考。
    如前已提及，日本檢察官所負義務乃對法院請求就個案為法的正當適用，且
  對該裁判有監督之權責
，而公訴乃就刑事事件有關之訴訟程序及檢察官行使
  其訴追權的場合，因該國關於公訴之權限僅檢察官有之，被害人或一般人並無
  向法院起訴權能（即「國家訴追主義」），且公訴權由檢察官獨占，司法警察機
  關等亦無此權（稱「起訴獨占主義」，然依刑事訴訟法第262條至第269條由法
  院裁定付審理之「準起訴程序」，及依檢察審查會法第41條之6、41條之9、41
  條之10為起訴決議而提起公訴者，乃為例外）。因而，檢察官非但擁有犯罪之
  偵查權限、獨占公訴權，且享有範圍極大之起訴裁量權，法院審理對象的選定
  概由檢察官負之，故檢察官能否適正、妥當行使此一權限，於刑事司法乃有重
  大意義。
    試將該國檢察官關於事件處理之流程與判斷依據略述如下
：
  （一）訴訟條件之有無：
        簡言之，即為提起公訴之條件，若欠缺訴訟條件，法院即不得為有罪、
        無罪之實體判斷，而應為公訴棄卻（類似我國之不受理判決）或免訴等
        形式裁判。
        故檢察官就搜查結果，認有訴訟條件不備時，即不應提起公訴而應為不
        起訴處分（或移轉管轄等中間處分）。具體而言例如案件曾經判決確定、
        追訴權時效完成、被告死亡或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等。
        較為特別的是，日本為內閣制國家，其閣員乃由眾議院議員出任，故關
        於國務大臣之犯罪，於其任期中非經內閣總理大臣同意，不得訴追（參
        憲法第75條），此時亦屬訴訟條件不備。
  （二）是否為犯罪事件：
        檢察官就受理之案件調查後，依相當事證足認不該當於構成要件或有阻
        卻犯罪成立事由時，即應以此為由將該案不起訴。
  （三）有無犯罪嫌疑：
      就日本檢察實務而言，檢察官嚴守的傳統原則是：「以確實的事證為基
      礎，並認法院將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時才將案件起訴」，易言之，檢
      察官就案件事實若認「嫌疑人顯非犯罪行為人」或「顯無事證足認成立
      犯罪」時，皆以「無犯罪嫌疑」視之；若係程度較次之「足以認定成立
      犯罪之證據尚不充分」，則認係「犯罪嫌疑不足」，但其結論均應為不起
      訴處分。
      關於起訴，雖有認為檢察官僅於主觀判斷認有犯罪嫌疑時即得起訴，至
      公訴階段再行證據蒐集，而將「提起公訴」作為案件結論的處理常態，
      一切是非黑白均留待公訴法庭再予辨明。
      然此種觀念將導致犯罪嫌疑並不充分之人亦將輕易遭起訴，恐將伴生種
      種侵害人權的事端，其弊害不可謂不大，且若如此，檢察體系恐亦有負
      國民之託負與期許，因而日本實務並不採認此種寬鬆起訴的作法（詳論
      請參後述第三章第二節「起訴門檻」）。
（四）刑罰免除事項：
      若偵查結果認該嫌疑事實雖屬明確，但於法有刑罰免除事由時，即逕以
      此為由為不起訴處分。
（五）是否為起訴猶豫（訴追必要性的有無）：
      此即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經審酌犯人之性格、年齡、境遇、犯行之輕
      重、犯罪後之情狀，認無訴追之必要者，得不提起公訴」之起訴便宜制
      度。
大致而言，日本檢察官關於案件之終局處分即依上述流程次第進行審查。除此之外，該國對於被害人之意見及立場亦極為重視，認凡被害人所表達的關於起訴或不起訴之意見，或關於起訴事實內容之細節，只要在法律許可範圍內，且所陳與相關事證相符時，皆應充分考量被害人之期望，縱仍無法完全順應被害人之主觀期望時，亦應就案件之內容、搜查、公訴所可能發生之困難、關係人隱私權的保護等，逐一向被害人為完整說明，務期獲得被害人之理解。
第二節  起訴門檻
  綜上所述，可知日本刑事裁判之高定罪率原因之一，乃因檢察官嚴選起訴案件所致，非僅只構成要件該當，尚且參酌刑事政策之考量，認「有必要」進入審理程序之案件才會提起公訴。
  所謂「嚴選起訴案件」，更與檢察官極高之起訴門檻有關，故上節列述之終局處理流程中，本文以為最為關鍵者應屬（三）「有無犯罪嫌疑之認定」，易言之，即檢察官對起訴門檻的掌控。
  起訴猶豫姑且不論，「無犯罪嫌疑」或「犯罪嫌疑不足」之不起訴處分，皆係檢察官綜合一切事證後所為認定，就此心證應採何種標準，日本最高裁判所（下稱最高裁）曾表示下列意見：刑事案件雖經判決無罪確定，但非可因此即反推謂起訴前之逮捕、羈押、起訴與起訴後之羈押均屬違法，只需於逮捕、羈押當時，有相當理由足認有犯罪嫌疑且有必要性者，該等判斷即屬適法，至於提起公訴乃檢察官對裁判所請求就犯罪成立與否、刑罰權之是否存在等，請法院以審判為意見之表示，故檢察官起訴時之心證，其性質與法官之心證應有所異，於起訴時只要就各種證據資料為綜合審酌，根據合理的判斷過程認為有足夠之犯罪嫌疑，此心證即屬相當
。於公訴提起之時點，檢察官依現存所得證據，或依通常之要求遂行搜查手段後所獲證據為綜合且合理之判斷後，認有犯罪嫌疑時，該公訴之提起即應不認為有何違法，從而，提起公訴後始在公判庭出現之證據資料，若認為係依通常之搜查程序乃不能於公訴提起前即獲知者，即不能以此為由，認該公訴之提起係屬違法
。
  易言之，最高裁認為：（一）檢察官之起訴門檻與法官不同，只需認有犯罪嫌疑即能提起公訴；（二）不能以案件最終為無罪判決，反推當時之起訴或逮捕、羈押等程序違法；（三）公判程序始出現之證據，若非於起訴前所能知之者，即不能謂該起訴有何違法。
  又必須注意的是，前開最高裁判決原旨，並非針對檢察官起訴門檻問題進行解釋，而係因各該案件之被告最終經判決無罪後，主張前此之逮捕、羈押、起訴等均屬違法而提起國家賠償訴訟時，最高裁所表示之意見。
  縱令最高裁認為檢察官起訴門檻係「認有犯罪嫌疑」即已足，而與法官認定有罪之「超越合理懷疑」之標準有異，但前已多次論及，日本檢察實務關於起訴門檻之認定標準並非如此，其仍深受歐陸法系檢察官制度之影響，認檢察官為公益代表人，刑罰權之實現又屬國家責任，公益代表人應以追求「發現真實」為要務，若連檢察官自身都無法堅定有罪確信，又豈能將被告起訴促請法院為有罪判決？因而檢察實務均仍嚴格為證據之認定、篩選；前文提到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此指「起訴猶豫」以外之不起訴處分）之場合，乃認無犯罪嫌疑或犯罪嫌疑不足，後者日語原文為「嫌疑不十分」，據大辭泉之解釋，「不十分」乃非完全之謂
，故證據資料之堆砌累積仍認為證據「不十分」者，即表示心證尚未「完全」，檢察官便不會將此種「未完全有罪心證」之案件起訴使之進入公判法庭，此種標準與法院有罪判決之「超越合理懷疑」，其實相差無幾。
第五章：高定罪率之再思考—代結論
  綜上可知，日本之超高定罪率可謂係其刑事司法之特色所致，因其刑事司法（特別是檢察實務）之傳統如搜查過程嚴謹細緻之精密司法、裁量範圍廣泛之起訴便宜制度、與有罪判決相同之嚴格起訴門檻等，具足此類要素，高定罪率似乎也為自然之理。
  除此之外，該國檢察實務尚有以下特色值得注意：（一）日本關於案件起訴與否，極重視由機關組織整合後才為決定，學者稱此為檢察機關的「一貫性」，因而第一線擔當的檢察官即使較為年輕資淺或經驗不足，也不易產生太大失誤，亦即透過監督調整機制的確立，相當程度減低經驗不足者可能犯錯之危險性；（二）比起給與被害人或證人公開陳述意見或證詞之機會，毋寧謂能否正確地判斷起訴、不起訴乃更為重要，檢察官甚至絕大部分之日本人，皆認為只應對真正之犯人起訴，因而也認為凡被起訴者即毫無疑問便是真正犯人，故實際為「裁判」者與其說是法官，其實質上已由檢察官進行「定罪」，檢察官慎重地為起訴、不起訴之判斷，日人稱為「完璧的無謬性」；（三）搜查過程中，對被害人或嫌疑人縱未給予公開陳述的機會，檢察官亦不會因此遭致國民批判，此因國民對檢察官有極強的信任感
。簡言之，透過檢察體系內部對案件控管的統一性、一貫性以實現正義，為達此目的又極重視事實關係的澈底解明，此已成為日本檢察之傳統文化。
  惟如序論所言，高定罪率固然可解釋為等同對檢察官起訴品質之肯定，但日本自戰後以來逾99％的高定罪率幾已成為其刑事司法的最大特質，所引發的問題似已不能僅單純以「高定罪率＝高起訴品質」即一語帶過。
  在戰後檢察文化發展之初，或六十餘年前特搜部成立伊始，確係因檢察官對自我之嚴格要求，力求解析案件事實的每一細節，並充分運用起訴猶豫制度嚴格篩選可進入法院審理之案件，故起訴之案件皆已通過檢察官極高的篩選門檻，犯罪事實幾乎已不再有懷疑空間，當然就易產生世人所見高有罪率的結果，但演變發展至今，高有罪率似乎倒果為因，無形中操控甚至扭曲應有之刑事司法觀念。
  逾99％之定罪率若為檢察官所自豪，可以想像在此職場氛圍中，當不會有檢察官願意扮演降低此一平均數之人，為維持高有罪率的榮耀，每一起訴個案即以定罪為最高目標，一旦有此「追求定罪」之意念，主觀欲求影響客觀判斷，檢察官便易忘卻身為最客觀之獨立官署、法律守護人、公益代表者之角色，尤其偵查程序中與被告間仍為傳統糾問色彩之訴追關係，難免演變成「先射箭再畫靶」的弊端。
  因而有學者認為，歐美的法院，其扮演角色為「有罪或無罪的判斷」，但日本的法院僅是「對有罪案件的再確認」，故該國的第一審程序不過是「檢察官裁判」的上訴審，日本的司法已成為「檢察官司法」
等痛切批判。故就檢察體系本身觀察，應有的反省可歸納為以下數點
：
（一）搜查的弱點：逾99％的超高有罪率，固為澈底的搜查所致，但搜查及之後  
檢察官之起訴、不起訴的判斷過程，與公判程序法院認定事實之過程相比較，乃有不可忽視的弱點，即公判程序乃對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有違法犯行之主張，與被告、辯護人為進行防禦所為抗辯，二者間之衡量判斷，法院應公平中立的為證據取捨以判斷事實，對被告而言，在法庭上似較有機會與檢察官立於對等地位而為自己防禦。
但在起訴前之搜查過程，因檢察官身兼證據收集者與證據判斷者之雙重角色，同時以法律專家的身分請求法院為客觀公正之判斷，但又不能否認以自己蒐集所得證據請求對被告定罪之立場，因而搜查過程中，檢察官極易失卻本應確保的客觀與公正。
（二）公判機能不彰：公判程序存在的目的當是為了對搜查結果進行檢視、確認，若搜查過程有所違誤，將期待藉由公判程序對之進行彌補、修正，但日本搜查程序因有「過度完結」的傾向，致公判程序上述檢視、確認的機能漸失其效。因於搜查階段，乃依研判之案件情節進行蒐證並為證據篩選，事件之調查已然無疑後始提起公訴，公判乃在此基礎上開始，因而也不得不按檢察官之節奏進行審理程序，故往往只是追認檢察官之起訴事實而已。
（三）對真相解明的狂熱：搜查程序因期待對事件之真相為完全、澈底解明，此乃日本檢察之傳統。固然對犯罪此一違反人類正義感情的行為，會有強烈要求給予處罰的心態，但為求達成處罰之目的，往往又容易產生過度狂熱之傾向，而忽略對人權應有的保障，加上搜查過程「密室訊問」的性質，為了取得符合案情研判之被告自白，恐將陷於採取不適正手段的危險
。
  最後，若從裁判者及法院的角度觀察，此種高有罪率文化亦形成一定壓力，亦即「凡檢察官起訴之案件，幾乎都已有罪判決收場」已似無形且強大的咒語般壟罩整體刑事司法體系，縱然無罪判決並非全無可能，但從「每有無罪判決即受媒體關注廣為報導」，亦可知無罪之情形可謂微乎其微，因此由法官立場而言，便易產生「就自己受理之起訴案件，下有罪裁判較為安心」的心理，若問為何，乃因「判斷錯誤的機率幾乎為零（不到1％的無罪率）」；又國家公務員普遍心態乃盡量在自己職務任期中將出差錯機率降至最低，法官同屬國家公務員，難免也有相同心態，考量一旦判決無罪，將有極大機率遭上級審撤銷發回，徒留自己判斷失誤的紀錄，故法官判決無最也需極大「勇氣」，此也成為該國無法否認的司法實態
。
  高定罪率代表對起訴品質的堅持，但檢察官絕不應對連自己也不確定是否構成犯罪之案件提起公訴，更不宜純以定罪率的追求為目標，否則終將造成不擇手段的更大弊害。筆者以為，仍應回歸檢察官之基本定位：即「客觀的法律守護者」，於搜查過程中嚴格節制司法警察之取證手段，以發現真實為目的冷靜判斷所有證據，不預設立場精緻地篩節起訴案件，如此定罪率的合理提升，當為自然形成之果實。
�參日本最高裁判所網頁http://www.courts.go.jp/search/jtsp0010List1


� 參法務部統計處編印之民國100年12月法務統計重要參考指標


� 參法務部民國99年10月「專題分析―重大刑事案件統計分析」


� 同註1


� 與我國相同，其賄絡罪分為收賄罪與贈賄罪，略為：（以下均指日本刑法）単純収賄罪（197


  条第1項前段）、受託收賄罪（197条第1項後段）、事前収賄罪（197条第2項）、第三者


  供賄罪（�HYPERLINK "http://ja.wikibooks.org/wiki/%E5%88%91%E6%B3%95%E7%AC%AC197%E6%9D%A1%E3%81%AE2" \o "b:刑法第197条の2"�197条之2�）、加重収賄罪（�HYPERLINK "http://ja.wikibooks.org/wiki/%E5%88%91%E6%B3%95%E7%AC%AC197%E6%9D%A1%E3%81%AE3" \o "b:刑法第197条の3"�197条之3�第1項・第2項）、事後収賄罪（197条之3


  第3項）、居間收賄罪（197條之4）及贈賄罪（198條）。


� 此名詞乃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松尾浩也（1928~）所創，其師承日本刑事訴訟法已故大師平野龍


一。


� 所稱訴訟條件，乃指為使訴訟程序適法成立、維持，並得為實體判決時之前提要件，就原則而


  言，訴訟條件乃自公訴提起之初、經實體審理程序乃至為實體判決時之全部程序過程皆應始終


  存在，欠缺訴訟條件時，法院即應根據所欠缺的具體情形，為管轄錯誤（日本刑事訴訟法，下


  稱刑訴法，第329條以下）、免訴（刑訴法第337條）、公訴棄卻（刑訴法第338條、339條，


即類似我國之不受理判決），以此形式判決中斷刑事程序的進行。參田口守一、川上拓一、田


中利彥編「確認刑事訴訟法用語」第43頁，2009年初版，成文堂。


� 日刑訴法刑事訴訟法第248條明文：「經審酌犯人之性格、年齡、境遇、犯行之輕重、犯罪後


  之情狀，認無訴追之必要者，得不提起公訴」，因此縱然該當於構成要件且違法、有責，也可


  能因檢察官之「裁量」仍為不起訴處分，此制也稱「起訴猶豫」。於明治時代之舊刑事訴訟法，


  起訴猶豫原僅限於輕罪，重罪犯行乃排除適用，此係立於「一般預防」之傳統刑事政策觀念，


  嗣因時代變遷，刑事政策轉向改為重視「特別預防」之觀點，期使犯人能早日歸復社會，故於


  上開法條增訂原舊法所無之「犯行之輕重」，易言之，其考量重點在被害人賠償等犯後處置與


  犯罪者更生等問題，故現行起訴猶豫制度已不再以輕罪為限，而及於所有犯罪。





� 此關於搜查之基本概念，參司法研修所（即類似我國之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編「檢察講義案


  ―平成21年版」第14頁。


� 參前註第3頁以下。


� 明治26年4月10日錄1.19大審院判決。


� 以上數據均參註9，第4頁。


� 日本起訴猶豫之規定曾為我國增訂緩起訴制度時所參考。


� 起訴便宜主義與該國之檢察官起訴獨占制度（日本刑訴法無自訴規定）相結合後，檢察官之


   訴追裁量權極度膨脹，其結果，實務上衍生二面向之問題：1.「應予起訴之事件卻為不起訴」


   之「不當的不起訴」問題，2.與此相反之「應為不起訴處分之事件竟為起訴」之「不當起訴」


   問題。關於前者之控制手段，係「檢察審查會」（專責審查不起訴處分當否，類似我國再議制


   度）及「付審判請求」（類似我國之請求交付審判）之明文規範；至於後者，所討論者即是當


   檢察官逸脫訴追裁量權之範圍而為不適正的起訴時，此屬檢察權力的濫用，但就此情形應如   


   何對應法並無明文，學說上便產生對此種權力濫用應予抑制的理論，學者稱為「公訴權濫用


   論」。


� 參平成23年版犯罪白書第2篇第2章第3節圖表。


� 參法務部統計資料「地方法院檢察署偵字案件終結情形」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126021&CtNode=27442&mp=001


� 參大澤裕，「日本の裁判制度」，收錄於「現代日本の法と政治」第49頁，1994年初版，三省


  堂。


� 東京地檢特搜部原設在霞關的中央辦公廳舍8樓。永田町則位在東京都千代田區，國會議事 


  堂、首相官邸等均在此處，係日本政治中樞所在地。


� 昭和51年（1976年）2月4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多國籍企業小組於公聽會中指出「洛


  克希德航空公司為順利推銷自家公司航空機予日本全日空航空，交付超過1000萬美金（約30


  億日圓）予日本政界進行疏通」等語，同日洛克希德公司之幹部亦證實此事，並指明至前年為


  止，該公司已交付秘密代理人兒玉譽士夫21億日圓。同年月6日，洛克希德公司副社長更進


  一步證實「交付兒玉譽士夫之21億日圓，乃用以透過國際興業公司之小佐野賢治與合約上之


  正式代理人丸紅公司再支付予日本政府機關之關係者」，至此，洛克希德公司為圖打敗競爭對


  手，向全日空推銷新行客機「L1011三星」之案件乃全面曝光。同年月16日，日本國會招開


  「洛克希德事件證人詢問」，然出席之小佐野賢治、丸紅公司專務伊藤宏、全日空社長若狹得


  治卻均證稱「不記得了」，然因另查得交付予洛克希德之收據，上載「收到100個花生米」，此


  甚至成為當時社會的流行用語。


  另一方面，東京地檢特搜部亦著手此案之搜查，終發現全日空將原已預定採購麥道公司DC10


  型客機，突然轉而向洛克希德公司採購，相關金錢流向顯屬賄絡犯行，並釐清共有3條賄款脈


  絡：其一為洛克希德公司經由丸紅公司付予首相田中角榮5億日圓之「丸紅路徑」，其二乃全


  日空向政界發送賄款之「全日空路徑」及其三由洛克希德經兒玉譽士夫交予小佐野賢治賄款之


  「兒玉路徑」。


  同年6月22日至7月13日間，東京地檢特搜部相繼逮捕丸紅會長檜山宏、同公司專務大久保


  利春、全日空社長若狹得治，7月27日上午6時30分，更進入東京區目白區的田中角榮首相


  官邸，以「受託受賄罪」及「違反外匯罪」等逮捕田中角榮。昭和58年10月12日，田中角


  榮遭東京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年，並追徵該5億圓犯罪所得，田中角榮雖提起上訴，但於 


  判決尚未確定之平成5年，此日本媒體喻為「闇將軍」的首相即因病去世。


� 參「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日人略稱『独禁法』）第96條。


� 事件詳細內容及實務界之對應，請參筆者提交之第三篇、第四篇期中報告「日本檢察再生建


  言淺介」


� 參2011年9月20日每日新聞社報導http://gendai.ismedia.jp/articles/-/18283。


� 參2011年10月2日朝日新聞http://www.asahi.com/national/update/1001/TKY201110010511.html


� 參檢察廳法第4條。


� 請參附圖。


� 參昭和53,10,20民集32,7,1367；判時906,3。


� 參平成元6,29民集43,6,664；判時1318,36。


� 不十分：足りないところのあること。完全でないこと。また、そのさま。


� 參D.T.ジョンソン着「アメリカ人のみた日本の検察制度―日米の比較考察」（大久保光也


  訳），2004年版，第216頁。


� 參平野龍一，「現行刑事訴訟の診断」，團騰重光博士古稀祝賀論文集第四卷，第407頁、409


  頁。


� 參註17，第54頁。


� 近年最著名事例，當為大阪地檢特搜部證據竄改事件，即認為是過度追求定罪之「檢察暴走」


   的結果，該事件及實務界之反省改革對策，請另參註21，參筆者提交之第三篇、第四篇期中


   報告「日本檢察再生建言淺介」


� 參井上薰，もしも起訴されたら99.9％有罪になるー無実でも有罪になる「密室裁判」とい


  うシステム，日本文芸社，2011年6月初版，第170頁。





